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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理论经济学界的“小政府”迷思
胡 怀 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３６)

摘 要:从相对稳定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高度扩张开放的现代工业社会,政府部门具有不可忽视

的重要作用,如清除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在工业化起步阶段提供某种保护以抵御

领先国家的竞争压力、为资本和市场面前的脆弱群体和社会转型中的“掉队者”提供某种安全防护以维持社

会稳定等。 然而,现有经济理论大多以领先国家相对成熟的经济形态为背景,且由于学科分工、模型化中的技

术层面困难等,往往忽略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重要方面；理论经济学家,如果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了解不多,
或对现实社会缺乏完整的理解和足够的尊重,很容易陷入“小政府”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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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
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京沪深等一线城市

的人均 ＧＤＰ 更是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水平。 新

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仍处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传

统小农社会，现代产业部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
在六七十年时间里已成功打造为一种现代经济体

系，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和巨大的经济成就，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不仅如此，至少就

“大国”而言，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模式和

相应经济理论，其适用范围迄今仍主要限于欧洲

国家及其衍生经济体，并没有在世界上大部分其

他地区结出硕果(日本和韩国或为“大国经济”的
仅有例外)，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提供了不

同的选择，对落后国家有着更强的可复制性，是一

种值得予以理论提炼的成功经验。

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离不

开政府部门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制度体系的提

供者、秩序规则的维护者、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而
且是工业化的组织者、改革开放的发动者、社会转

型的推动者；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了解政府部门，
就不可能准确地理解我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经济

发展。 然而，某些理论经济学家深陷“小政府”迷
思，更愿意对政府部门的重要作用持质疑甚或批

判态度，由此出现了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一方

面，政府部门积极参与甚至主导着经济发展进程，
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一些理

论经济学家在承认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并
不认可政府部门的有益性和主导性，甚至试图从

理论上否定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当然，不管理论经济学家对政府部门持何种

态度，他们普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界的理

论创新与现实经济的巨大成就是不相称的，现有经

济理论不仅难以满足现实需要，而且明显滞后于现

实经济、落后于时代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５·１７
讲话”中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

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

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

代。”本文认为，如何不辜负这个时代、如何弥合

·４２１·

万方数据



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之间的鸿沟、如何构建出充

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

经济学体系，当从破解理论经济学界的“小政府”
迷思开始。 而欲破解小政府迷思，又应追根溯源，
从欧洲的工业革命谈起。

  二、工业革命与“小政府”理念

理论经济学与工业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现代理论经济学的第一种形态是古典经济学，
而古典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

济学的共同理论渊源，而且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事实上，迄今几乎所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大

部分经济理论模型，在某种程度上都深深地带

有工业时代的烙印。 当然，现代工业社会迄今不

过二三百年时间，不论与人类社会经历过的数十

万年采猎时代、万年左右的传统农耕时代相比，
还是与初具形态且向未来无限延展的互联网大数

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相比，工业时代只不过是人

类历史长河的一瞬，理论经济学家实在没有必

要自满于深深地带有工业时代烙印的现有经济

学说。
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

社会经济关系乃至基本社会结构，是人类历史上

的重大事件。 一般认为，工业革命是一个长期的

渐进过程，是一系列历史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必
然中存在着一系列偶然因素。 它首先发轫于英

国，一般认为 １８ 世纪中叶至 １９ 世纪中叶是英国

工业革命的高潮期；此后，约从 １９世纪中叶开始，
工业革命渐次扩展至欧洲大陆国家及欧洲衍生

国。 数百年来，工业革命吸引了无数学者的关注，
涌现出了大量研究文献，但几乎所有文献提出的

各种观点，都经不起严格的检验:拥有同样因素的

其他经济体，并没有自发地孕育出工业革命。 本

文结合人类社会的一般和英国的特殊，概要梳理

工业革命的来龙去脉。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社会在大部分时间

里都属于传统农业社会。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
人们的生产生活具有自身特点，如农业耕种的季

节性、土地的不可移动性、土地肥力和气候条件的

区域差异性、农业生产在自然灾害面前的脆弱性、

生产交换和生活方式的相对封闭性，等等。 因此，
就大多数农业社会而言，一方面，生产、交换和分

配具有地域性和相对封闭性，农业产出更多地用

于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不是像市场经济条件下

那样主要以交换和盈利作为生产目的，①很容易

陷入粮食与人口交互作用的“马尔萨斯陷阱”；②

另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地域

性和封闭性，很容易造成一种区域性的共同体模

式，并形成具有某种人身依附性质的社会经济关

系，进而导致具有某种等级结构特征和稳定秩序

特点的社会形态。 以人身依附、等级结构、稳定秩

序为特征的封建社会，相对适合于传统农业社会

的生产生活特点；世界上主要农耕区先后出现过

某种形态的封建制度，或许具有一定的历史必

然性。
适应传统农耕时代的封建社会具有人身依附

性质，它本身能够通过村社或庄园等共同体模式

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某种保障，有助于维持相

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但不利于生

产要素的流动:土地是不可移动的、劳动具有人身

依附性、资本流动同样受到很大限制(人们很难

生活在某个村社或庄园而投资于另一个村社或庄

园)。 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在步入现代社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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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农业社会时指出，“小农

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

多种多样的关系。 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

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

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

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

会交往” (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５６６页)。

如克拉克(Ｃｌａｒｋ， ２０１４)指出，“１８００ 年以前，在
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所有社会中，人均收入会有所波动，时
好时坏，但却没有发生趋势性变化。 从解剖学意义上现

代人的出现，到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米开朗琪罗、
莎士比亚、贝多芬直至简·奥斯汀，人类在漫长历史时期

都生活在深陷马尔萨斯陷阱的社会之中……即使到 １８１３
年，大部分人的物质条件并不比他们非洲大草原的祖先

好”(Ｇ. Ｃｌａｒｋ，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Ｐ. Ａｇｈｉｏｎ ＆
Ｓ. Ｄｕｒｌａｕｆ ｅ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Ｖｏｌ. ２Ａ，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２０１４， ｐ.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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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有一个改造传统农业及其基本社会结构的过

程，尤其是运用某种强制力来清除劳动、资本乃至

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 就欧洲而言，君士

坦丁堡的陷落(１４５３年)打破了中世纪的宁静，并
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轨迹:首先，伴随着地理大

发现、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各国君主通过

与城市结盟，运用国家的力量对内统一市场、对外

开拓市场，打破了教会和土地贵族对生产要素流

动的阻碍，扩大了生产要素的流动空间，西欧各国

纷纷进入商业革命时代；其次，商业革命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生产要素流动的传统障碍，但它本身

仍然是一种特权与垄断的体系，英国率先打破了

这种体系，并通过构建相对平等的市场主体和自

由竞争的市场体系，①为更具普遍性的劳动分工

和市场交换开辟了道路，不仅于 １６世纪击败西班

牙、１７世纪超越荷兰等商业强国，而且率先于 １８
世纪中叶自发地孕育出了工业革命。 从某种程度

上讲，商业革命对应的是特权与垄断、宗教改革和

重商主义，工业革命对应的则是自由与竞争、启蒙

运动和古典经济学；②古典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

的第一种形态，而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

密正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其间存

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说，在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革命之间，

欧洲还存在着一个商业革命阶段:它主要是通过

君主、城市与商人的结盟，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
并积累起了庞大的财富。 然而，它打破的是传统

农业共同体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阻碍，本身仍然是

一种特权与垄断的体系(城市手工业行会对学徒

的劳动限制并不比封建庄园少多少)，庞大的财

富积累并不能惠及多数民众(即便庞大如荷兰东

印度公司或英国东印度公司，其股东人数与全体

国民相比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商业革命并不能

自发地引发工业革命，不论是近代欧洲的葡萄牙、
西班牙和荷兰等商业强国和“海上马车夫”，还是

自古以来的阿拉伯商人乃至著名的中国“丝绸之

路”和近代商业资本主义萌芽，与工业革命并没

有太多的关系。 也就是说，商业革命虽然在某种

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甚至要素的流动，但它嫁接的

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微观基础，本质上是通过特权

和垄断扩大微观主体之间的交流空隙(当然这种

空隙可以很小或很大)。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

不是荷兰、西班牙或更早的意大利乃至古希腊罗

马，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工业革命源自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英

国的特殊性:在地理位置上，它与欧洲大陆既没有

远得孤悬海外、不受欧洲大陆事件的影响，又没有

近得完全失去独立性、难以形成自己的独特发展

路径；在社会经济上，北欧人带来的“牧”和罗马

人带来的“农”，使得英国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

“农牧”经济模式并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生产生

活特点和社会结构；在政治上，“诺曼征服”宣布

所有土地均归国王所有，并通过层层土地授予和

一系列“权利义务链”确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

构，且君主对土地贵族拥有明显的政治经济优

势，③而不是像欧洲大陆那样存在许多势力相近、
关系错综复杂的国王和贵族。 尤其是近代以来，
英国由于一系列特殊因素，使得大部分土地贵族

·６２１·

①

②

③

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

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

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势力。 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
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摧毁了行会师傅的

势力。 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取代行会和手工业者的特

权；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

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什么也不

能妨碍他的经营” (参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载《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６８０－
６８１页)。 这些特权与垄断，有的是封建土地贵族所独有

的，有的是土地贵族和商业资本所共有的；正是在这一点

上，商业资本可以与传统经济体系拥有相同的微观基础，
这也是它与工业资本的本质区别。

“如果说，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冲突是宗教改

革和文艺复兴的核心，那么启蒙运动则是在此基础之上，
集中为世俗世界本身缔造现实的社会秩序。 对我们而

言，前者近乎遥远的背景音乐，而后者则是对我们有着强

烈震撼的现代摇滚”(胡怀国:《斯密思想体系及其经济理

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９年 ６月，第 １３页)。
以收入为例。 罗伯茨等(２０１３)估计，１３ 世纪英

国国王的年收入约为 ３５０００英镑，伯爵(共 １２ 位)的年收

入介于 １０００至 ２０００英镑之间，贵族的年收入介于 ５００－
１０００英镑，熟练技术的石匠年收入约为 ５英镑，非技术体

力劳动者约为 ２.５英镑，洗衣工的年收入为 １英镑。 参见

罗伯茨等《英国史》，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年版，１４５－１４６页。

万方数据



得以平缓地过渡为工商业资本家，①而欧洲大陆

的土地贵族(乡村)和工商业资本家(城市)则通

常是不同的群体，其身份转换和职业转换存在着

更多的困难。 或许正因如此，英国近代政治变革

和民主政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社会经济的

发展，而东欧近代早期的政治变革和民主政治则

导致了“第二次农奴制”浪潮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历史反动:同样是增强议会力量，同样是以土地贵

族为主体的议会，英国议会中的土地贵族基本能

够反映工业资本的诉求，从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

的进步力量，而东欧议会中的土地贵族则因议会

地位的提高和“议价能力”的增强，而进一步强化

了整个社会的人身依附性和阶层固化程度。
正是上述一系列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使得英

国而非其他国家，自发地孕育出了工业革命，并渐

次扩散至欧洲大陆国家及欧洲衍生国。 亚当·斯

密生活在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期，
商业革命以来的特权和垄断已经从一种积极因素

变为阻碍因素，斯密的任务就是清除传统社会和

商业革命时期的特权与垄断，构造一种适应大工

业时代的现代经济学体系，而经济自由以及某种

程度的“小政府”理念，正是消除这种特权与垄断

的理论武器，同时也是斯密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因此，理论经济学界的“小政府”理念，应当追溯

到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而这又必须结合相应

的历史背景来理解。

  三、如何理解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和“小
政府”理念

  至少在理论经济学界，苏格兰启蒙运动学者、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无疑是“经济自

由”和“小政府”理念的标杆式人物:“尽管在斯密

以前或同时代的学者中，已有不少人抒发了自由

主义的经济主张，但它们或者是少数思想家的共

鸣，或者只是一种口号式的理想；而只有到了斯密

那里，经济自由主义才有了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
经济自由主义这座大厦才以其坚实的根基、宏伟

的构建而最终树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坐标轴上，
并历经岁月的洗涤愈显其昂然高耸” [１] 。 不过，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

济运动规律和基本矛盾，论证资本主义必然被共

产主义取代一样，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何为国民

财富、如何增进国民财富的探讨，目的在于“同封

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

封建污垢” [２] ，他针对的主要是重商主义国家干

预学说。
重商主义流行于 １６ 世纪中叶至 １８ 世纪中

叶，而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欧洲商业革命则是其时

代背景。 重商主义的时代特征是民族国家与商业

革命的并行、国家政权与商业资本的结盟，它在理

论和政策主张上鼓吹政策干预、呼吁特权和垄断，
“就其性质与实质说，就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

说” [３]２２９，如蒙克莱田的重商主义著作的书名就

是《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 (１６１５ 年)。
对于重商主义，恩格斯(１８４４年)曾有十分形象的

描述:“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

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

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 人们还有一种幼稚

的看法，以为金银就是财富，因此必须到处从速禁

·７２１·

① 例如，在诺曼征服时期，“征服者威廉把封建主义

带到了英国，因此改变了英国社会。 …由诺曼征服所造

成的社会改革比较彻底，因为 １０６８年和 １０６９年的叛乱致

使旧的英国统治阶级被替代。 大约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个大乡绅

失去了土地，他们被诺曼人所代替”(参见罗伯茨等《英国

史》，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年版，８４－８５页)。 而到了中世纪晚

期，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

导言中指出，“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

薇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 他们的继承人虽然大部分是这

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

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旨趣，与其说是封建的，不
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
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获益；经
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
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
这样，１６８９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 ‘俸禄和官职’这
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只不过要充分照

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 这些

经济利益，当时已经很强大，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
当然，在细节问题上也会有争执，但是总的说来，贵族寡

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

经济繁荣是密不可分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３
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５１２－５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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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贵’金属出口。 各国像守财奴一样相互对立，
双手保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妒忌心和猜疑心

注视着自己的邻居。 他们使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多

地骗取那些与自己通商的民族的现钱，并使这些

侥幸赚来的钱好好地保持在关税线以内。” [４]５６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针对的主要是重商

主义，第四篇更是对重商主义的各种政策主张逐

一进行深入系统、细致入微的剖析和批判，篇幅超

过全书 １ / ４。 斯密关于经济自由的大部分阐述，
基本都是在批判各种重商主义政策主张时有感而

发的，如具有时代宣言性质的下述阐述，就是《国
富论》第四篇结尾处对重商主义批判的一个总

结:“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
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 每一

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

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

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这

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

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 要履行

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
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 [３]２５２

毫无疑问，亚当·斯密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但
斯密的经济自由是有条件的，“小政府”是有限定

的适用范围的:其一，为了批判重商主义的国家干

预学说，斯密在《国富论》中重新界定了国民财富

的性质，深入剖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进而提

出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经
济自由的基本前提是“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

垢”、消除特权和垄断、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正

义，而这往往需要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力推进，
甚至诉诸战争的手段，远非“小政府”理念所能概

括。 其二，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彼时英

国正处于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从工场手工

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时期，其工业化水平和产

品竞争力已遥遥领先于欧洲大陆国家；领先地位

和机器大工业时期的经济自由，并不意味着它同

样适用于落后时期、商业革命时期。 其三，斯密从

来没有提出过系统的经济自由理论，他关于经济

自由和小政府的阐述，基本都属于就事论事、有感

而发，都是有条件的；例如，斯密无疑是主张贸易

自由的，但他同时指出，“只能一步一步地、小心

翼翼地恢复自由贸易。 如果骤然撤废高关税与禁

止，较低廉的同种类外国货物，即将迅速流入国内

市场，把我国千千万万人民的日常职业与生活资

料夺去。 由此而起的混乱，当然很大” [３]４０。
事实上，作为一位富有时代精神和社会责任

感的经济学家，斯密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阐述是

全方位的:它既包括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又
包括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制度基础乃至人文基

础。 如果说，为了批驳特权和垄断等重商主义政

策主张，斯密相对更为强调经济自由和适度小政

府，那么，对于市场经济乃至现代社会的制度基础

和人文基础，则不是经济自由和小政府理念所能

涵盖的；相反，对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国家职能和政府作用，斯密给予了高度重视。 如

前文所述，传统农业社会具有相对封闭性，现代工

业社会具有内在扩张性；前者以“土地”这种难以

流动的生产要素为基础，构筑整个社会经济关系

和基本社会结构，而后者构建的社会经济关系则

更多地以“资本”这种极具流动性的生产要素为

基础，人们交往的规模和频率空前增加、劳动分工

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趋复

杂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更趋社会化。 这就使得

“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 [５]１０１－１０２的个体，在
实现开放性的社会化生活中，不得不面临更复杂

的环境、不得不依赖更为严格的制度保障并需具

备更坚实的人文基础，这也就意味着国家职能和

政府作用的空前扩大。 事实上，斯密试图构建的

道德哲学体系，正是为了对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这类问题提供一种系统的理论说明；斯
密的经济理论乃至经济自由主张，是其道德哲学

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较为严格的逻辑前提、
制度基础和人文基础，不妨稍加赘述。

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是对传统主流学术(尤
其是“自然法”及其苏格兰变体“道德哲学”)的继

承和发展[６] ，主要包括“理论道德哲学” (以《道
德情操论》为代表)和“应用道德哲学”(包括未完

成的政治法律学说和以《国富论》为代表的经济

学说)两部分。 其中，理论道德哲学的主要研究

结论是: ( １ ) “生 来 首 先 和 主 要 关 心 自 己 ”
·８２１·

万方数据



[５]１０１－１０２的个人，若想过一种处处与别人打交道

的社会性生活，必须使得自己的行为具有“合宜

性”，此亦即斯密道德哲学中的“美德”。 (２) “对
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

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
前一种美德约束我们以免受到伤害；后一种美德

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 [５]３４２，即社会性生活

要求人们具有谨慎、正义和仁慈三种美德。 (３)
就正义和仁慈而言，“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

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做出劝戒已

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 相反，正义犹如支撑

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 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
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

刻之间土崩瓦解” [５]１０６；“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

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 虽然没有仁

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

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

掉它” [５]１０６。 (４)就“谨慎”这种美德而言，它是

第二位的，服从 “正义”及其他美德的 “普照的

光”，并具有“加速器”效应:谨慎这种美德“同其

他美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所有品质中最高尚的品

质，不谨慎同其他坏品质结合在一起也构成了所有

品质中最卑劣的品质”[５]２８０。 也就是说，在所有类

型的美德中，斯密高度重视“正义”的美德，认为

“只有较好地遵守正义法则，社会才能存在”[５]１０８，
否则“一个人参加人们的集会犹如进入狮子的洞

穴”[５]１０７；正义法则(理论道德哲学)是市场经济

(应用道德哲学中的经济学说)的逻辑前提。
“正义”和“谨慎”这两种美德，是斯密“理论

道德哲学”的主要研究发现，其“应用道德哲学”
则分别通过政治法律理论和经济理论对它们做了

进一步的系统阐述和理论应用。 斯密经济理论，
以他的理论道德哲学和应用道德哲学之政治法律

理论为基础，后来的理论经济学家更为关注斯密

的经济理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斯密对市

场经济的完整理解。 事实上，斯密高度重视国家

和政府的作用。 例如，斯密的主要经济理论和基本

框架在《法学演讲》中已经基本成型，而《亚当·斯

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每一个

主题(法律、警察、岁入、军备和国际法)的主角都

是国家和政府(经济理论主要见于“警察”部分)。
即便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探讨的也是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即市场机制如何能够(在满

足一系列制度基础和人文基础的条件下)促进各

国的财富，且对国家和政府部门进行了深入而又

详尽的探讨(第五篇)，在篇幅上甚至超过了重商

主义部分(第四篇)。
不妨以斯密高度重视的分工理论为例。 斯密

的分工理论是其《法学演讲》 (警察篇)、《〈国富

论〉早期草稿》和《国富论》的共同逻辑起点(当
然，“演讲”的经济部分和“早期草稿”最先探讨的

是人类需要，但整个分析的逻辑起点却仍然是分

工)，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指出，“劳动生产力

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

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７] 。
斯密认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者技能、提高劳动生

产率，进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民众的普遍富

裕；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普遍

的分工和交换。 然而，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又

指出，分工使得“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

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

作……这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

最愚钝最无知的人……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

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

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 [３]３３８－３３９。 那

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普遍分工的情况下，如
何才能避免人们成为“最愚钝最无知的人”呢?
斯密认为，“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

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
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 [３]３３９。 也就是说，分工交

换、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必然使得人们陷入“最
愚钝最无知”的状态，政府必须“费点力量”来打

破这种人类发展陷阱，而这显然不能单纯地归结

为“小政府”理念。

  四、经验证据:各国工业化进程与理论经济学

界的“鸵鸟政策”

  前文的分析表明，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

社会具有本质区别，体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社会经济关系和基本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 传统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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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具有封闭性、稳定性，生产主要是为了自

身消费，土地既是最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又是构建

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现代工业社会则更具

开放性、扩张性，生产主要是为了市场交换，各种

社会经济关系更多地以“资本”这种生产要素为

基础；至于商业活动，它更多地体现在交换而非生

产层面，既可以嫁接于传统农业社会，又可以立足

于现代工业文明，其性质服从于传统农业或现代

工业的“普照的光”。 至少就大国而言，经济发展

和社会转型往往意味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

业社会的转变，即意味着某种工业化过程。 不妨

结合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如文后表 １所
示)，对有关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政府

作用、政策特点和理论回应予以简要梳理和回顾。
文后表 １在全球主要国家中选取了八个“经

济大国”:不论是传统农业社会还是现代大工业

时代，这八个国家的工业产出均占全球工业总产

出的 ３ / ４以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这里的

“工业”，不仅包括近现代机器大工业，还包括传

统的工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Ｂａｉｒｏｃｈ，１９８２)。
文后表 １表明，在传统农业社会(如 １７５０ 年)中，
上述各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并无太大差异，大致

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人们为维持自身生活需要和

基本生产条件所对应的“工业化”程度；中国和印

度占全球份额超过五成，主要是人口较多。① 大

约从 １７５０ 年开始，英国率先启动了工业革命进

程，在百余年时间里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从 １９
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开始扩散至欧洲大陆国

家及欧洲衍生国，而中国和印度不仅落后了(全
球份额分别从 １７５０ 年的 ３２. ８％和 ２４. ５％降至

１９１３年的 ３.６％和 １.４％)，而且由于人口增加和

大规模商品输入，人均工业化水平出现了大幅滑

落(１７５０—１９１３年，分别从 ８和 ７降至 ３和 ２)，反
映了即便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也受到了严重挤压。
在这些后起的欧洲大陆国家及欧洲衍生国中，德
国和美国的表现最为突出:德国工业总产出在 ２０
世纪初超过了英国水平，而美国不仅在总产出上

远远超过英国，而且在人均工业化水平方面也把

英国甩在了后面。 事实上，到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

初，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

工业时代的生产主要是为了销售，本身具有

扩张性，且这种扩张具有全球性。 工业化进程不

仅引起了各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关系重构，而且深

深地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世界

上越来越多的地区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全球经济

(近代各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殖民地情况如文后表

２所示)。 在此过程中，领先国家(如英国)在实现

工业化的过程中，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改造传统社

会，清除人身依附关系和特权垄断等生产要素流

动性障碍；而后发国家则不仅要面对传统社会的

改造，而且还要面临其他国家的竞争，尤其是领先

国家的竞争压力。 不妨简要举例说明:(１)英国

是工业革命的发动者和领跑者，在经过圈地运动、
光荣革命、商业革命等一系列长期渐进的清除封

建残余的过程并通过工业革命取得世界经济领先

地位和国际竞争优势后，诞生了奉行“小政府”理
念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２)德国作为

后发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不仅要面临顽

强的封建残余，而且要面临英国等领先国家在工

业品方面的国际竞争压力，故伴随着工业化进程

的是俾斯麦“铁血政策”、李斯特国家干预学说和

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张；(３)美国作为移民国

家，没有历史包袱和顽强的封建残余，但作为后发

国家却仍需面对英国工业品的竞争压力，故其工

业化进程同样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北方

(拥有主张贸易保护的制造业)战胜南方(拥有主

张贸易自由的奴隶制种植园)之后，贸易保护主

义取得主导地位、劳动力流动障碍得以清除，美国

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反观中

国，以 １８６０—１９１３年间为例，尽管也有官方的洋

务运动、民间的实业救国，且经济上基本是自由

的、贸易上基本是开放的(海关更是直接交给了

洋人)，但工业化进程不仅没有取得进展，实际上

·０３１·

① 例如，按照麦迪森(２００３年)的估计，英国、中国、
印度和世界人口，１７００ 年(均为传统农业社会)分别为

８５６.５万人、１.３８亿人、１.６５ 亿人和 ６.０３ 亿人，１８２０ 年(英
国正处于工业革命高峰期)分别为 ２１２２.６ 万人、３.８１ 亿

人、２.０９亿人和 １０.４１ 亿人，中印两国人口均占全球一半

左右。 参见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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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退步了:人均工业化水平由 ４ 降至 ３，全球份额

则由 １９.７％降至 ３.６％。 １９２８—１９３８年间，中国工

业产出的全球份额进一步由 ３.４％降至 ３.１％，而
同期日本的全球份额则由 ３.３％增至 ５.２％(表 １未
列出，参见 Ｂａｉｒｏｃｈ，１９８２)，中国的工业规模(从而

现代战争的物质基础)已远远落在了日本的后面。
结合上述历史背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

“小政府”理念呢? 胡怀国(１９９９)曾指出，“干预

主义总是落后国家的主旋律，而经济自由主义从

来就是先进国家的呼声:每当一个国家急于谋求

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总是更多地倾向于采

取带有干预色彩的经济政策或计划性手段，而那

些遥遥领先、不紧不忙地谋求长期稳步发展的国

家则更倾向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 现有经济理

论，尤其是教科书中的经济学说，基本都是工业革

命以来经济领先国家的产物；经济理论的发展和

经济学家的国别分布，几乎总是与各个国家的经

济实力相对称的。 例如，商业革命时代，欧洲各国

各有千秋，重商主义学者也几乎遍布西欧各国，尤
其是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在

１９世纪(尤其是中叶以前)处于全球经济的领先

地位，它同时也是大部分经济学说(包括古典经

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背景，并诞生了亚

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等诸多著名

经济学家；１９ 世纪中后叶，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

化进程开始加速，而经济学家也呈现出了一定的

地域分散性，如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起，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的边际革命分别出现在英国(杰文斯)、奥地

利(门格尔)和法国(瓦尔拉)；到了 ２０ 世纪，美国

经济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同时也成为 ２０世纪西方

经济理论的大本营。 也就是说，尽管经济领先国

家为数不多、而跟随者众，但理论经济学反映的却

往往是领先国家的国情，而领先国家不仅在国内

已经渡过了“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的阶

段，而且在国际上往往享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非

面临着相对严酷的国际竞争压力，自然更容易兴盛

某种基于“小政府”理念的经济学说。
事实上，从相对封闭和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

转变为高度开放和扩张的现代工业社会，政府部

门必然承担着更多的职能、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不妨以各主要国家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的有关数据

略作说明(如文后表 ３ 所示)。 政府规模与政府

作用，可用政府收支、政府部门就业人数等指标概

略描述，而文后表 ３ 中的有关数字表明:１９ 世纪

中期以来，各国的政府规模有一种明显的扩张趋

势。 事实上，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自 １９世纪中

后期以来，在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公

共卫生、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选举权利和税收制

度、土地改革和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宏观调控等

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而它们基本都是在

政府部门的主导下进行的，只不过由于学科分工

等因素，政府部门在这些领域的作用大多淡出了

理论经济学家的视野而已。 也就是说，一方面，理
论经济学主要以领先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很容易

忽略落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政府部门在改造

传统社会、清除封建残余、抵御外来压力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意味着政

府部门比传统农业社会承担起了更多的职能，但
主要由于学科分工等因素，政府部门的这些作用

逐渐淡出了理论经济学家的视野。 或许正因如

此，现实中的政府部门似乎越来越忙，但不少理论

经济学家却身在象牙塔，抱有“小政府”迷思；从
某种程度上讲，“小政府”迷思是部分理论经济学

家奉行“鸵鸟政策”的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现

实社会的真实图景。
当然，在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制度相对完善的

发达经济体，这种迷思尚不至于造成大的危害，但
在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这种迷思

则很可能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这或许也是理论

经济学家为发展中经济体开出的诸多药方，不仅

难以解决现实问题，反而造成了不少灾难性后果

的原因之一:苏东国家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推

行的“休克疗法”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混乱甚至社

会动荡，世界银行重点援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迄今仍不时发生严重的饥荒，等等! 事实上，大部

分落后国家未能成功转型为现代社会的原因，主
要不是因为经济不够自由、政府不够小，而是因为

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打破传统均衡、消除

人身依附和不平等，并在建立一种适应现代社会

秩序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经济关系等方面提供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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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制度供给的同时，为工业化进程和市场

经济体系下的脆弱群体提供安全保障和社会稳

定机制，进而维持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平衡。 事实

上，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定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性

基础(以清除特权与垄断、缔造相对独立平等的

市场交易主体)，而且需要具备一定的人文基础，
同时还需要在发展与稳定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

衡，并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弱势群体和脆弱群体

提供某种保障和防护网，进而使得人们在追求生

命的手段(健康、财产和名誉)、通过自身努力改

善自身境遇的同时，维持生命的尊严和社会的稳

定。 而所有这些方面，政府部门的作用都是不可

或缺的。 不妨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进一步

讨论。

  五、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政府的主导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与欧洲有所不同:“秦汉以降

的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在两千余年的大部分时间

里，维持着一种不同于欧洲等其他经济体而颇具

‘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微观基础，即基于

郡县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基
于‘编户齐民’的微观社会经济基础，其持续时间

之久、适用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生命力之强

均在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 [９]１０１。 传统农业社会

的国家治理，旨在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在经

济理论上，该时期的各种经济学说都认为“生活

中有比物质产品更好的东西” [１０]２７；在国家治理

上，欧洲主要通过国王和领主等土地贵族之间层

层分封授予的形式，形成一系列的 “权利义务

链”，而领地内部的社会经济活动则具有相对独

立性，生产要素的人身依附和流动障碍更多地源

于庄园和教会而非政府部门，而中国传统社会则

更多地通过郡县制下的精英阶层来维护，从而使

得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府职能和官僚数量较欧洲为

大。 管仲早在春秋初期就曾指出，“万乘之国，兵
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
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管子·

权修》)，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国

家治理特征。 尽管如此，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开

放性、扩张性远低于现代工业社会，故当晚清政府

自鸦片战争以来遭遇“远道而来”的欧洲列强时，
其政府规模相对于欧洲各国是较小的、经济是更

为自由的，而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开放条约更

是使得国门洞开、贸易自由，但中国在此期间并没

有成功实现工业化:至少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７０
年相比，鸦片战争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 ７０ 年，
虽然也有所谓的晚清“同光中兴”、民国“黄金十

年”等，但工业化成就几可忽略不计，当然更谈不

上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重构。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接近尾声、

开始思考中国工业化道路时，就有了相对清晰的

认识:“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

真正大规模的工业。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

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 １０５ 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

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

诉了中国人民。 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

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
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

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 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
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
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

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
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
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

了梦，一概幻灭了。 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

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 [１１]１０８０事实上，在工

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中国也不能例外:从国内

看，在传统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工业化，首先必须

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

建污垢”，努力消除各种封建性人身依附关系，打
造相对独立平等的微观主体、消除生产要素的优

化配置障碍、构造适应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
从国际上看，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国家相比，
近代中国的生产力非常落后，仍处于小农经济的

汪洋，工业化过程和现代化道路，不仅有赖于某种

程度的贸易保护，而且有赖于政府部门的积极组

织乃至主动参与。
事实上，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虽然不

符合理论经济学的“小政府”理念，但大致符合各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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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业化的基本规律。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

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除了传统小农社会在

人身依附、生产要素配置等方面的封建性障碍；两
大阵营的对抗、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
尽管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但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种“贸易保护”，
有助于我国形成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

路。 与此同时，由于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

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牺

牲消费来强化积累；而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方面，
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另一方面，我们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对较

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故当国际

局势缓和、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之时，我们坚持以改

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能够在相对稳定的国内

形势、相对和平的国际形势下集中于经济建设；同
时我国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低成本优势，在
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工

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有了质的跃升，中华民族实现

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主要工业品产量(如文后表 ４ 所示)，可以较为

清晰地表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取得的巨大

成就。
目前，中国已稳固确立了世界制造业大国地

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 ２２ 个大类中，我
国在 ７ 个大类中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

２２０ 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１０] ，且在不

少领域处于全球遥遥领先地位，如 ２０１５年我国的

高速铁路里程达 ２０ ７１９公里，远超排名第二的日

本(２ ６１６ 公里)，而计算机、手机、空调、彩电、冰
箱、微波炉等许多工业产品产量超过全球一半，工
程机械、船舶、汽车、化肥、玻璃等产量亦占有全球

相当比例(有关数据均源于国家统计局)。 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的《２０１６年工业发展报告》表明，
我国工业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五位，其中工业增加

值的全球份额仅次于美国、工业品出口的全球份

额稳居全球第一位。 简言之，我国在短短几十年

内，已稳固确立了制造业大国地位，并把英法等工

业革命的发祥地和传统工业大国远远甩在了后

面。 当然，其间我们也面临着诸多困难，甚至经历

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是不可否认的，且这些成绩

显然不是“小政府”理念的结果。
当然，工业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任何国家在

工业化进程中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波折。 如英

国工业革命无疑是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但其过

程同样是不轻松的:总有一些人难以跟上时代步

伐，被远远甩在后面；或者虽然能够跟上时代步

伐，但处于弱势地位，处境相当悲惨。 对此，不少

著述有大量记述，如恩格斯(１８４５)曾指出:“１８４０
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和自由职业者等等)的
平均寿命是 ３５岁，商人和收入较好的手工业者是

２２ 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 １５
岁” [１１] 。 政府主导下的中国工业化之路，尽管也

存在不少问题，但至少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我
们的速度更快、成就更大、问题相对更少，社会急

剧转型期间并没有出现过严重社会冲突甚至人道

灾难，更不必说那些在工业化道路上步履蹒跚、半
途而废甚至因严重社会冲突而陷入政治动荡、族
群分裂的国家或地区。 不仅如此，即便我们在艰

难探索过程中曾经遭遇过的挫折，如果放眼长远、
具有历史眼光，结论或有所不同。

当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政府主导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改革开放之后，是
否就不是政府主导了呢? 答案仍然取决于我们的

视野和角度。 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理论创新是确

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我们仍然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集中精力

进行经济建设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另一方面，我们

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利润

最大化、收入最大化。 从单个家庭和企业看，经营

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但同时

也要看到:(１)政府是改革开放的发动者、经济发

展的推动者、制度体系的供给者，几乎所有的重大

决策都是政府主动做出的，“入世”谈判是国家进

行的、开放特区和各类开发区是政府设立的、土地

整理和招商引资是政府引导并积极参与的；(２)
政府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强

力介入和持续投资，为企业提供了大量受过良好

教育、营养状况良好的劳动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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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企业经营活动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本条件和

物质基础；(３)政府始终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发

展促稳定，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经

营环境，使得中国工业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英国

工业革命期间此起彼伏的“捣毁机器运动”和各

国工业化时期的严重社会冲突；(４)我国始终坚

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大力发

展生产力的同时，及时为弱势群体和脆弱群体提

供适当的防护网和缓冲带，没有像其他工业化国

家那样在社会急剧转型期出现相对严重的社会对

立和阶层分化；(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以经

济发展为中心，但它也是有条件的:一旦影响到国

家安全、社会稳定或引发某种强烈的社会诉求，我
们宁愿为长期的发展、大局的稳定而牺牲某些短

期的效率，如近几年对股市楼市的强力干预、超强

力度的精准扶贫和环境治理等。
不妨以住房为例，我国 １９５０年人均住房面积

约为 ４.５平方米，此后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集中力

量实现工业化，住房建设相对停滞，再加上人口增

长，至 １９７８年全国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 ３.６ 平方

米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好地平衡经济发

展与人民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制度

改革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加快推进住房建设，
２０１６年人均住房面积达到 ４０.８ 平方米(数据均

源于国家统计局)。 住房情况，大致是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前，住宅建设滞后，可
以说是一种不足，也可以认为是为了加快发展而

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改革开放后，随着生产能力、
建造技术的提高，政府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居住

需求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住房

市场的发展，人均居住面积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

达到欧洲发达经济体的水平。 目前，我们在建造

技术和生产能力方面已不存在任何问题，人均居

住面积也有了较大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

问题，如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既有所谓“鬼城”、又
有城市“一房难求”)、人与人之间的静态不平衡

(既有人拥有很多套房、又有不少无房户)和动态

不公正(房价上涨引发的财富差距、“新食利阶

层”的兴起和新市民的生活压力等)、信贷杠杆隐

含的债务风险等。 可以说，我们的住房建设和房

地产市场进入了新阶段。 正是基于整体层面的综

合考量、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２０１６ 年

１２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不少城市纷纷出

台或加码了限购、限贷、限价、限商、限售等措施，
并尝试“租售同权” “共有产权”等一系列创新。
若立足中国国情并放眼长远，政府部门对住房市

场的强力介入可能更符合中国国情。

  六、结 语

各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路径表明，从相

对稳定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高度扩张开放

的现代工业社会，政府部门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

作用:其一，清除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生产要

素流动障碍；其二，落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起步

阶段，有赖于政府部门为产业发展提供某种保护

以抵御领先国家的竞争压力；其三，为资本和市场

面前的弱势群体和社会经济快速转型中的“掉队

者”提供安全防护，以维持社会稳定；等等。 而现

有的理论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一方面，主要

以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其中的领先者)相对成熟

的经济形态为时代背景，对落后经济体起步阶段

面临的传统障碍、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等着墨不

多；另一方面，由于学科分工等原因，很少考虑政

府部门在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军事国

防等领域日趋重要的作用。 正因如此，如果对各

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相关学科的来龙去脉

了解不多，或者对现实社会缺乏足够尊重和整体

理解，很容易陷入“小政府”迷思。
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

临的是生产落后、民生困苦、市场混乱、西方政治

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复杂局面，其后在不到 ７０年时

间里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迅速走过

了西方国家数百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 数百

年再回首，我们所经历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足以

媲美英国工业革命的伟大时代! 回望我们走过的

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的

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残余，摆脱西方控制，寻求独

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与此对应的是强而有力的政

权和强大的政府；１９５６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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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我们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落后的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生产

目的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前提

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其间政府无疑起到了主导作

用，甚至采取了计划经济、人民公社等略显极端的

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国情，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

革开放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努力提高人们的收

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其间政府同样发挥了重要作

用，特别是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的一个重要作

用是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保驾护航，甚至在不

存在市场的情况下主动地创造市场、精心地培育

市场。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近 ７０年，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近 ４０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明

显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

逐步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人文基础

已经初步成型、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

已经有条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另一方面，正如习近平同志在“７·２６ 讲话”
中指出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

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

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

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与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要之间的矛盾，
必然要求我们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放眼经济思想史，任何伟大的理论都是时代

的产物，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有必要“立足我国

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

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

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１２] ，而不是仅仅满

足于现有经济理论甚至深陷“小政府”的迷思和

哀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理论经济学是对现实

经济的理论抽象，“在运用抽象的理论指导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时，我们不能再用这种

抽象的方法去指导工作实践。 这是因为，抽象的

理论是经过加工提炼的，它形成理论时抽象掉的

那些次要因素和属性，在现实中无论怎样都是撇

不掉的，依然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特别是它们在

一定条件下还会转化为主要因素和矛盾的主要方

面。” [１３]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之间出现鸿沟，很
可能意味着理论经济学家遇到了难得的理论创新

机遇，而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理论经济学的长处和

不足，我们理论经济学家才能把握这种机遇。 就

此而言，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是幸运的。

参考文献:
[１] 晏智杰，胡怀国.亚当·斯密[Ｍ].香港: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９９.
[２]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６１５.
[３]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Ｍ].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４]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５６.

[５] 斯密.道德情操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

[６] 胡怀国.亚当·斯密的思想渊源:一种被忽略的学

术传统[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９).

[７]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Ｍ].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８] 兰德雷斯，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Ｍ].北京:人民邮

电出版社，２０１６.

[９] 毛泽东选集:第 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０] 马建堂.六十五载奋进路 砥砺前行谱华章———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６５ 周年[Ｎ].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０９－２４.

[１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９.

[１２] 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５－１１－

２４)[２０１７－１０－３０].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１１ / ２４ / ｃ　１１１７２４７９９９.ｈｔｍ.

[１３]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Ｊ].东
南学术，２００１，(４):３３.

·５３１·

万方数据



 表 １ 世界主要国家的工业化水平:１７５０—１９８０年

Ａ:人均工业化水平(英国 １９００＝ １００)

１７５０ １８００ １８６０ １９１３ １９２８ １９５３ １９８０

英国 １０ １６ ６４ １１５ １２２ ２１０ ３２５

法国 ９ ９ ２０ ５９ ７８ ９０ ２６５

德国 ８ ８ １５ ８５ １０１ １３８ ３９３

美国 ４ ９ ２１ １２６ １８２ ３５４ ６２９

俄国 ６ ６ ８ ２０ ２０ ７３ ２５２

中国 ８ ６ ４ ３ ４ ５ ２４

印度 ７ ６ ３ ２ ３ ５ １６

日本 ７ ７ ７ ２０ ３０ ４０ ３５３

全球 ７ ６ ７ ２１ ２８ ４８ １０３

Ｂ:各国工业产出份额(％)

英国 １.９ ４.３ １９.９ １３.６ ９.９ ８.４ ４.０

法国 ４.０ ４.２ ７.９ ６.１ ６.０ ３.２ ３.３

德国 ２.９ ３.５ ４.９ １４.８ １１.６ ５.９ ５.３

美国 ０.１ ０.８ ７.２ ３２.０ ３９.３ ４４.７ ３１.５

俄国 ５.０ ５.６ ７.０ ８.２ ５.３ １０.７ １４.８

中国 ３２.８ ３３.３ １９.７ ３.６ ３.４ ２.３ ５.０

印度 ２４.５ １９.７ ８.６ １.４ １.９ １.７ ２.３

日本 ３.８ ３.５ ２.６ ２.７ ３.３ ２.９ ９.１

小计 ７５.０ ７４.９ ７７.８ ８２.４ ８０.７ ７９.８ ７５.３

全球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数据来源:Ｐ. Ｂａｉｒｏｃｈ (１９８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ｒｏｍ １７５０ ｔｏ １９８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１１， ｐｐ.２６９－３３３

 表 ２ 近代六大工业国的殖民地人口与面积(１９１４年) 单位:百万人、百万平方公里

宗主国 殖民地 小计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英国 ４６.５ ０.３ ３９３.５ ３３.５ ４４０.０ ３３.８
俄国 １３６.２ ５.４ ３３.２ １７.４ １６９.４ ２２.８
美国 ９７.０ ９.４ ９.７ ０.３ １０６.７ ９.７
法国 ３９.６ ０.５ ５５.５ １０.６ ９５.１ １１.１
德国 ６４.９ ０.５ １２.３ ２.９ ７７.２ ３.４
日本 ５３.０ ０.４ １９.２ ０.３ ７２.２ ０.７
小计 ４３７.２ １６.５ ５２３.４ ６５.０ ９６０.６ ８１.５

其他国家的殖民地 ４５.３ ９.９
半殖民地(中国、波斯、土耳其) ３６１.２ １４.５
其余国家 ２８９.９ ２８.０

全球总计 １ ６５７.０ １３３.９

  资料来源: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全集》第 ２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３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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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府规模:１８７０—１９８０年 单位:％

Ａ、政府支出占 ＧＤＰ 百分比

１８７０年 １９１３年 １９３７年 １９６０年 １９８０年
英国 ９.４ １２.７ ３０.０ ３２.２ ４３.０
法国 １２.６ １７.０ ２９.０ ３４.６ ４６.１
德国 １０.０ １４.８ ３４.１ ３２.４ ４７.９
美国 ７.３ ７.５ １９.７ ２７.０ ３１.４
日本 ８.８ ８.３ ２５.４ １７.５ ３２.０
平均 １０.８ １３.１ ２３.８ ２８.０ ４１.９

Ｂ、政府收入占 ＧＤＰ 百分比

英国 ８.７ １１.２ ２２.６ ２９.９ ３９.６
法国 １５.３ １３.７ ２０.５ ３７.３ ４６.１
德国 １.４ ３.２ １５.９ ３５.２ ４５.０
美国 ７.４ ７.０ １９.７ ２７.０ ３０.０
日本 ９.５ － － １８.８ ２７.６
平均 １０.６ １１.８ ２１.６ ２７.８ ３６.８

Ｃ、政府部门就业占总就业量百分比

英国 ４.９ ４.１ ６.５ １４.８ ２１.１
法国 ２.５ ３.０ ４.４ － ２０.０
德国 １.２ ２.４ ４.３ ９.２ １４.６
美国 ２.９ ３.７ ６.８ １４.７ １５.４
日本 １.０ ３.１ ５.０ － ６.７
平均 ２.４ ３.７ ５.２ １２.３ １７.５

  数据来源:(１)Ａ栏:坦茨《政府与市场》，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年，９页；(２)Ｂ栏和 Ｃ栏:坦齐、舒克内希特《２０ 世纪的公共支出》，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年，６７页(Ｂ栏)、第 ３３－３４页(Ｃ栏)

 表 ４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粗钢
(万吨)

原煤
(亿吨)

发电量
(亿千瓦时)

水泥
(万吨)

化肥
(万吨)

汽车
(万辆)

Ａ、中国

１９４９ １６ ０.３２ ４３ ６６ ０.６ ０
１９５６ ４４７ １.１０ １６６ ６３９ １１.１ ０.１７
１９７８ ３ １７８ ６.１８ ２ ５６６ ６ ５２４ ８６９.３ １４.９１
２０１６ ８０ ８３６ ３４.１０ ６１ ４２５ ２４０ ２９５ ７ １２８.６ ２８１２

Ｂ、２０１５年

中国 ８０ ３８３ ３７.５０ ５８ １０６ ２３４ ７９７ ６ ７５７ ２ ４５０
美国 ７ ８８５ ８.１２ ４０ ８７４ ８ １８３ ２ ２２０ １ ２１０
日本 １０ ５１６ － ９ ７５７ ５ ４８３ ７６ ９２８

俄罗斯 ６ ９３７ ３.７２ １０ ６３４ ６ ２１０ １ ７６８ １３８
德国 ４ ２６７ １.８４ ４ ３３１ － ３００ ６０３
法国 １ ４９９ － ５ １３５ － １３５ １９７
英国 １ ０７８ ０.０９ － ７９６ ６２ １６８

  数据来源:(１)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６年和 １９７８年数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

版社 １９９９年；(２)２０１５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 ２０１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３)２０１６年数

据: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７０２ / ｔ２０１７０２２８　１４６７４２４.
ｈｔｍｌ

[责任编辑:房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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